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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是长江

流域上游的一级支流，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有生态河的

美誉。 赤水河流域独特的地质地貌环境、优质的水源以及

独特的气候和微生物环境孕育了茅台酒、习酒、郎酒等众

多知名白酒品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厚重的酒文化

内涵，成为名副其实的美酒河。 从有关该区域酒文化研究

成果梳理来看，针对单个酒类及其相关文化研究较多，以

酒酿造环境、酿造工艺、酿造历史等主题居多，且主要集

中在茅台酒、郎酒、习酒三大类，其余相关酒类及其文化研

究很少涉及，反映了酒业发展水平及其品牌知名度与相应

的酒文化研究成正相关关系。从赤水河流域整体视角对该

区域酒文化的探讨则相对较少，以酒文化旅游研究为主。

1 酿造环境

赤水河流域独特的地质地貌、水质、气候以及微生物

环境是孕育沿线多姿多彩的酒体及其酒文化的独特环

境，沿线居民正是在充分认识、适应和利用这些独特地理

环境基础上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酒文化内涵。因此，赤水

河流域独特的酿造环境理应是该区域特色酒文化形成与

发展的客观环境和物质基础，要探讨赤水河流域特色酒文

化内容，就必须首先对其独特的酿造环境进行分析。而关于

该区域酿造环境的研究，尤以茅台酒最为突出。李聪聪等

[1]

在分析地质环境、水质、微生物三者与茅台酒生产之间关

系基础上认为，离开茅台镇生产不出同样品质的茅台酒，

这是因为茅台镇独有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 王恺

[2]

则从茅

台酒异地生产的失败案例着手，探讨了茅台酒酿造环境的

无法复制性和独有性。 范光先等

[3]

依托茅台酒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对茅台酒生产中的微生物环境展开研究，通

过对厂区生产环境、人居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土壤、

空气中的微生物进行了分离、鉴别和保藏，分离得到微生

物147种，它们与茅台酒制曲、制酒过程中出现的相同微生

物种至少有50个，足见茅台镇独特的微生物环境对茅台酒

生产的重要影响。黄萍

[4]

认为，特殊的“茅台群”地层、优质

的酿造水源、移不走的气候环境和独有的微生物种群共同

构成了茅台酒独特的酿造环境，是茅台酿造区域文化景观

遗产的重要特征。可见正是优质水源、特殊地质条件、独特

微生物环境和气候环境等自然环境因素共同构成了赤水

河流域独特的酿造环境，成为赤水河流域特色酒文化形成

与发展的外在基础。

2 酿造工艺

酿造工艺是实现粮食和水等原料向酒转变的关键环

节，是人类创造的独特酒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

辈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赤水河流域的白酒酿造技艺以其

独特性而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茅台酒酿制

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郎酒传统

配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董酒

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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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国家机密的白酒工艺、习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三

批遵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

展，传统白酒酿造技艺和流程逐渐公开化，有关白酒酿造

技艺的表述与研究越来越多。如沈毅等

[5]

指出，郎酒“酿造

周期为1年， 通过2次投粮、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在

经常年洞藏、盘勾勾兑、精心调味而成，具有‘端午制曲、重

阳下沙’的时令特点，以及‘四高两长’的工艺特点和‘酱香

突出、优雅细腻、酒体醇厚、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的风

格特点”，并认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作为郎酒酿造工艺

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自然变化规律、微生物学原理、生

化反应原理和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事实

上， 整个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酿造几乎都遵循这一传

统工艺，这既是充分适应和利用赤水河流域独特地理环境

的共同表现，也是酱香型酒文化在赤水河流域的传播与扩

展所致。然而，人类总是富于创造的，共性之中也有其特殊

性。 一方面，同为传统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制作出来的茅

台酒、习酒、郎酒等酱香型白酒因其地理环境以及人工酿

造过程中的偏差，尤其是储酒、勾调等层面的差异最终形

成了不同口感和品质的酱香型白酒。 另一方面，作为传统

酱香型白酒品牌之一的郎酒，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通过

工艺创新，生产出兼具酱香和浓香特质的兼香型白酒———

郎泉酒。2002年，郎酒公司改制后则将“郎泉酒”更名为“新

郎酒”，成为郎酒旗下兼香型白酒主打品牌。兼香型白酒酿

造工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生产环节的融合，即“采用大

曲酱香型白酒和浓香型白酒相结合的生产工艺”

[6]

；另一种

则是在勾兑环节的融合，“分型发酵，按酱香、浓香各自的

工艺特点分型发酵产酒，分型贮存，按比例勾兑成型”

[6]

，是

对传统酱香型和浓香型白酒酿造工艺的整合与创新。

3 酿造历史

有学者根据历史资料认为，“最迟在殷周时期，中国酒

文化已进入到一个发达阶段”

[7]

，但是关于赤水河流域具体

于何时出现了酿酒活动却尚无定论，根据现有历史文献记

载和考古发掘，学界大多倾向于将赤水河流域开始较大规

模开展酿酒活动的肇始时间定位于西汉。从历史文献记载

看，《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汉使唐蒙在南越初次品尝

枸酱，后又问蜀贾人南越之枸酱从何而来，贾人回答曰：

“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8]

，成为有关赤水河流域

酿酒活动的最早记载。 从考古发掘看，习水县土城镇天堂

口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酒罈、陶甑、陶酒杯等陶制酿

酒与饮酒器具再现了两汉时期赤水河流域发达的酿酒业

和繁荣的酒文化。

宋朝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繁荣的时期，宋朝

不仅延续了自汉朝以来实行的官榷制度，以强化酒的专卖

权，而且还发展壮大了独特的以私人承包经营为核心的买

扑制度。“宋代酒品买扑制度主要经历‘募民买扑’、‘酬奖

衙前’、‘募民买扑’再回归和‘实封投状法’四个阶段”

[9]

，

不同发展阶段反映了宋朝政府针对酒业市场进行的宏观

管理政策调整，但其始终围绕国家酒业收入与酒业产权控

制为核心诉求。 宋朝时期，赤水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隶属于

潼川府路，“路以下的各州、府分别设立酒务坊场”

[10]

作为

基层酒业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对酒坊、酒场进行管理。禹明

先指出，遵义新舟出土的宋代陶制豪华酒瓶正是“宋代滋

州行政当局向播州杨氏等馈赠‘磁州风曲法酒’时用的酒

瓶”

[10]

，滋州正是今赤水河畔习水县土城所在地，表明早在

宋代时期，赤水河流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以陶制酒器

设计与制作为核心的酒器文化。现流传于土城旁边隆兴镇

的制陶工艺或许正是滋州陶艺文化历史发展的遗存，已于

2009年入选遵义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清朝赤水河航运通道的开发极大地推动了沿线商业

经济发展，“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大批商人汇聚赤水

河流域主要口岸和集镇，不仅形成了茅台村“偈盛酒号”等

大型卖酒商号，还引入了“略阳大曲”等制酒必需品，推动

了沿线酿酒产业的聚集和发展。胡云燕则以贵州酒文化博

物馆馆藏文物为切入点，对茅台酒酿造历史进行梳理，认

为在“明末清初，仁怀市茅台镇出现了在烤过酒的糟子里

加入新原料———高粱（当地俗称‘沙’），再进行发酵、烤酒

的‘糙沙’工艺，茅台酒‘回沙’工艺初具雏形”

[11]

，到了民国

初年，“‘两次投料，八次发酵，七次取酒’的茅台酒独特的

‘回沙’工艺基本形成”

[11]

。

民国以来，赤水河流域酒业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达到

历史最繁荣阶段。郭旭

[12]

认为“茅台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

会获奖，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1935年与途径茅台的

红军将士发生广泛联系，建国后一跃而成为国酒”是对近

代茅台酒发展历史的集中概况，并进一步从生产情形、技

术发展、新品类形成的影响、茅台酒文化的形成与传播以

及限制茅台酒发展的因素等视角对近代茅台酒发展历史

进行分析。

4 酒器

酒器不仅是一种容器，更是酒文化的物质载体，不同

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酒器反映了特定时空独特的

酒文化内涵。 酒瓶作为白酒流通必不可少的载体，是承载

优质白酒的物质载体和沟通企业与消费者的重要桥梁，酒

瓶文化研究也成为赤水河流域酒器研究中最为突出的部

分。 蔡炳云

[13]

是酒瓶文化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她认为酒瓶文

化“是以酒瓶为载体的及其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称，

它包含人们对造瓶、用瓶、藏瓶、赏瓶的全部思维和行为”，

“酒瓶是盛酒容器，酒文化与瓶文化同缘共存，酒瓶文化是

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酒瓶承载着酒的历史，见证着

时代的发展。胡云燕

[15]

梳理了茅台酒盛酒器具从“支子”、圆

形鼓腹瓶到赖茅酒瓶，再到当代经典柱型酒瓶的历史变

迁，以酒瓶为载体，呈现出茅台酒文化的历史变迁，反映了

当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乾隆以前，赤水

河流域盛酒用的器具大多以“支子”为主，这是一种经过

特殊加工的竹篓。 通过在竹篓内部糊上猪血、生石灰和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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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再经当地出产的桐油浸泡，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酒体泄露，体现了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当地居民

的智慧创造，十分有利于当地居民挑着盛满美酒的“支

子”沿街叫卖或对外运输。 18世纪时，在茅台地区开始出现

了专门用于盛酒的小型酒器，这是一种大约能容纳半市

斤酒体的圆形鼓腹陶瓶，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罐罐儿”。

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的茅台酒正是装在这

种“罐罐儿”里面。 这种早期盛酒用的“支子”和“罐罐儿”现

今收藏于贵州酒文化博物馆内，作为赤水河流域酒器文化

的典型代表，见证了赤水河流域酒业发展和酒文化的繁荣。

5 酒文化传承与发展

酒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长期的酒业经济和酒

文化发展为当代社会积淀了丰厚的酒文化遗产。面对这些

宝贵遗产，既需要取其精华，对优秀酒文化遗产进行历史

传承与弘扬，也需要结合酒文化遗产特点和时代需求进行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是推动酒文化在当代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诉求，也是当代酒文化研究的重点关注领

域。酒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酒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作为相互关

联的两个方面，是当下酒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普遍路径

[16-21]

。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赤水河流域酒文化研究的关注度

越来越高，酒文化研究成果数量呈增长趋势，但是对酒文

化的研究始终滞后于酒产业的发展，酒文化对酒产业发展

的先导作用不足。此外，还存在着整体性不足、过度集中、

理论研究不足等局限，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和

弥补现有研究上的缺陷。

一是缺乏对赤水河流域酒文化的整体性研究。现有研

究成果较为零散化，缺乏从整体上对赤水河流域酒文化进

行宏观阐述与分析。 从宏观上看，赤水河流域酒文化作为

一个整体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和独特性，是以赤水河流域独

特地理环境，尤其是以中下游地区为核心而形成的独特酒

文化形貌。这一独特文化形貌与国内其他地区酒文化形貌

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彰显了该区域酒文化的独特性。 从微

观上看，赤水河流域酒文化整体由内部具有异质性的不同

酒文化区构成，这些文化区之间具有既相互关联，又相互

区别。因此，深入开展赤水河流域酒文化研究，必须坚持系

统论和整体性的观点，将赤水河流域酒文化视为一个复杂

而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从整体上探索这一有机体的生长与

发展过程及其机制，分析有机体内部各组成部分及各部分

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是对赤水河流域酒文化研究的内容过度集中。从现

有研究文献来看，关于赤水河流域酒文化研究在内容上主

要集中在酿造环境、酿造工艺和酒文化旅游三个方面，酒

俗、酒器、酒史、酒政等酒文化的其他重要内涵等方面研

究严重不足。 酒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赤水河流域

酒文化研究不仅需要加强酿造环境、 酿造工艺等自然科

学研究，更要加强酒俗、酒器、酒史等人文科学研究，从多

角度、多层面挖掘和丰富赤水河流域酒文化内涵，构建赤

水河流域多元复杂的酒文化内容体系。

三是以应用研究为主，缺乏理论提炼与探索。 赤水河

流域作为孕育了众多知名白酒品牌的“美酒河”，在历史发

展中积淀了丰厚的酒文化内涵。然而现有成果大多从较为

具象的酿造环境、酿造工艺、酒器等视角展开对该区域酒

文化进行分析研究，就文化现象而论文化现象，缺乏对该

区域酒文化独特内涵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提炼与

阐述， 对酒文化现象背后的复杂关系与理论内涵分析不

足。因此，需要从文化廊道、文化生态、文化空间、人地关系、

文化变迁等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分析酒文化现象背后的深

层次关系，探索人类、环境、酒文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提升酒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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